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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流行歌曲是当代文化符号传播中一种影响力广泛的艺术形态。流行音乐不同于一般文本，它是一种多能

指的符号文本，构成其文本性是音响，歌词，图像，甚至还有歌手的表演等一组有意图的符号组合，并在多环节的传

播中生产复杂的文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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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text) 的西文原义是“编织品”( some-
thing woven) 。［1］6翻译成汉语“文本”时，“文”字很

容易令人把注意力集中于“文字文本”上。实际上，

文本可以由任何符号组成，因而形态多种多样。
文本的狭义定义，是指任何文化产品，从手稿档

案，到唱片、绘画、乐谱、化学公式等，不管是印刷的，

手写的，还是编辑、制作出来的文化产品的人工符

号，都可以成为“文本”。而广义的“文本”，可用莫

斯科 － 塔尔图学派洛特曼的定义: 文本即“整体符

号”( integral sign) ［2］6，也就是文化上有意义的符号

组合。① 符号不可能单独表意，总是要被组织进一

个意义清晰的符号组合中，因此，赵毅衡提出，当若

干符号组成一个“合一的表意单元”，便称为“文

本”［3］41，而当它被接受者理解为具有合一的时间和

意义向度，就具有了“文本性”( textuality) 。
1． 流行歌曲的符号文本构成

流行歌曲是当代文化符号传播中一种影响力广

泛的艺术形态，但很少有学者讨论到音乐或流行歌

曲的符号文本。可能因为音乐不像人类文化的其他

表达与传播形式，它的符号文本性非常特殊。首先，

音乐( 尤其是纯音乐) 的乐音是非语义性的，换句话

说，音乐的乐音并不直接指称外部世界的客观对象，

不“再现”外部世界的某种存在形式，也不能通过音

响捕获到具体的概念。所以当罗兰·巴尔特在讨论

意识形态问题时，几乎排除了音乐。对他而言，音乐

的文本性似乎是“纯真的”( innocent) ，音乐自身不

可能与世界的意义或意识形态相关。因此，音乐在

巴尔特的符号再现体系中几乎是意义“零度”( de-
gree zero) ，它是处于完美，质朴和纯洁状态中的“他

性”( otherness) ②。
巴尔特谈的音乐，更倾向于器乐演奏，可以说器

乐在音乐概念中占支配地位。但在音乐实践中，歌

曲却占大多数。歌曲文本情况不同，除了音乐风格

外，重要因素是歌词与歌手的演唱，这两者是歌曲实

践的关键。尤其是歌词，它是歌曲不可缺少的组成

部分。“好的歌曲，旋律总是依附在歌词上的，所以

语言是歌曲的灵魂。”［4］这一点在当代流行歌曲中

特别重要，因为古典音乐，哪怕是声乐更看重歌唱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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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它们使用歌词时，歌词似乎被“配置”于音乐中，

而不是创造过程的出发点。
即便是音乐部分，流行歌曲也会呈现出与古典

器乐不同的音色及接受方式。流行歌曲常用的是吉

他、低音吉他、小号、萨克斯风、爵士鼓，偶尔穿插各

种不同的民族乐器，比如中国的唢呐、芦笙等，这些

带来的审美感受与古典传统音乐的接受很不相同。
古典音乐追求和声的复杂性，要求音色一致，音高稳

定，遵循严格的节拍等，而在流行歌曲中，音色与音

调变化自由，和声语言简单直接，甚至更多地是作为

背景结构。
正如罗伊·舒克尔在其著作《流行歌曲的秘

密》中指出的，“对摇滚音乐方面的文本分析，公认

贫乏……摇滚批评基本上集中于社会学，而不是音

响。”［5］136舒克尔的观点暗示，流行歌曲的文本虽然

不该缺少对音乐音响问题研究，但更关注现场表演

情形，与安静的音乐厅以及身着黑白礼服的音乐家

的古典音乐相比，其表演不同，更强调色彩，运动感

与图像，以及歌手与听众的互动。因此，准确地说，

构成流行歌曲的文本性不仅是音乐，还有音响、歌

词、歌手的表演等，它是一组互相配合的多媒介符号

组合。
流行歌曲的符号文本是如何构筑意义的? 也就

是如何构成流行歌曲的文本性的? 这取决于接收者

的意义构筑方式。比如，离开声音的歌词能否成为

一个单独文本? 歌星如何建筑一种风格化的声音文

本? 如何理解传唱者的翻唱文本? 一场音乐会中不

同歌星的演唱剪辑算不算割出好几种版本? 传媒公

司拍摄的视觉化的 MTV 算不算一个歌曲文本? 这

一系列符号文本，是介于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一

个独立存在，它为意义传达构成了一种关系，并形成

一个表意过程，反过来理解，通过表意过程，此文本

符号组合就获得了“文本性”。
2． 流行歌曲作为复合文本

流行歌曲是多阶段流传的多媒体复合艺术，它

的文本传播更具有特殊性。首先在于它是集歌词、
曲调、歌手表演于一体的复合媒介文本。其次，它是

一种多环节接受的复合流传文本。
流行歌曲在最窄化的文本意义上是带有歌词的

歌谱，它是书面化的文本。这种文本一旦固定，就犹

如一首诗，可以见到，但只是供内行读者“观读”或

哼唱。但流行歌曲文本通常是用来聆听和观赏的，

所以它的传播样式，是通过歌手和音乐 ( 旋律、配

器) 的表演，使静态的歌词文本动态化，从而生产出

一个“声音文本”。这种“声音文本”通常依靠某种

媒介( 歌唱、电视、唱片等) 而被“听到”，这才成为我

们通常意义上听到的“歌曲文本”。它的生成和流

传，交织在一起，构成多重复合文本。
多媒介文本，就是一个符号文本由多个在不同

媒介中的文本配合而成。符号是“再现体”与“对

象”和“解释项”的结合。再现体是符号的可感知部

分，而符号的意义分成具体所指的对象，与意义解读

发出的解释项。歌曲多重符号，首先表现在歌词和

音乐的符号意指关系上，它们基本上是相互一致的，

但很可能有错位，造成张力。
歌词与音乐曲调的关系，在歌曲研究史上一直

存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乐府”第七十一章写

道:“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声师务调其

器; 乐心在诗，君子务正其文。”至少在南北朝时代

文人的眼光中，文词比音乐对一首歌曲来说远远更

为重要。
宋代郑樵提出“声贵说”，“应知古诗之声为可

贵也。”认为音乐比歌词“贵”，突出歌曲中音乐曲调

感情表现的重要性。他甚至提出“与其达义不达

声，无宁达声不达义”，明显更为看重乐曲的审美

价值。
在西方，这样的论争同样存在。一种是 以 苏

姗·朗格为代表的“同化论”观点; 另一种是以弗朗

西斯科·奥兰多为代表“融合论”观点。苏姗·朗

格在《情感与形式》中指出，唱词与音乐一旦融于歌

曲，音乐即吞噬唱词，转化为配乐文本，产生“同化

原理”。对这种音乐的同化功能，卓菲亚·丽莎也

有类似论述，“在语言中声音因素总是伴随着语义

功能的，它帮助词汇来完成这个功能，而在音乐中，

声音材料基本上丧失了这种功能，即使存在这种功

能，那 也 是 通 过 一 种 非 常 局 限 的、不 完 备 的

方式。”［6］24

而语言学家弗朗西斯科·奥兰多指出，言语和

音乐双媒介合在一起，实际上是两种符号系统共存，

应该在产生意义互动时，并保留各自原有特点: 音乐

和歌词有其各自的意义，并相互影响。［7］38 当歌词融

入音乐，语词的意义会影响配器、演奏甚至演唱者对

音乐的阐释，从而会影响音高、音长、音量、音色、风
格等音乐因素的表达，反过来，这些因素也会影响词

句的选择。
从符号学角度看，奥兰多的“融入”理论，比朗

格的“同化”更能接近歌曲复合文本的符号表意，在

歌曲从歌谱转化为声音时，语词会分解、重组，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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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为冗余，或许在接受者听来，声音优先入耳，歌

词意义在后，而文本接受是合一的，音乐旋律与歌词

意义同时融进听觉。
法国结构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指出一个事实，

语言与音乐的配置在本质上是不协调的［8］183。语言

是语义符号系统，而音乐是非语义的，它无法清晰地

指称事物，也无法表达自身以外的事物。这一点与

音乐理论家汉斯立克的立场一样，汉斯立克提出: 音

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音乐并不表达自之

身之外的事物。［9］50相反，“语言文字，则在很大程度

上弥补了那些难以抽象的感官知觉在符号系统中的

缺席。”［10］80

与上述两位不同，雅可布森对语言与音乐的关

系的论述相对中立。他指出，“显然，我们几乎难以

发现没有诗歌的原始文化，似乎有些文化只有口头

唱诵诗体，且声乐似乎比器乐更为常见。因此，与独

立于音乐的诗歌和独立于诗歌的音乐相比，可能诗

歌与音乐的组合更具原生性质。”［7］37 所以，歌曲作

为歌词和音乐的双文本，可以有更自由的组合，更为

弹性的组织规则，二者能组合成更大的篇章单位。
雅可布森强调，歌词中最重要的，并不是绝对的“音

调艺术”，而是包括语音质感、格律模式、押韵结构、
头韵、措辞等元素，联合在一起就构成雅可布森称之

为的“音义内核”，它们具有与一般指称语言对立的

诗学特征。因为“在指称语言中，能指与所指之间

的联系主要取决于语码的毗邻性，经常被混而称之

为‘言语符号的任意性’。而语音象似性源自人类

不同感知模式之间的显著联系，特别是视觉与听觉

经验之间的联系。”［11］231

因此，音乐虽然会掩盖歌词，但也能通过音乐引发

单向而直接的情感及知觉，提高唱词的感染力，继而能

理想地表达和引发情感以及词汇、词汇模式和句子的

内涵意义，并围绕其建构情感意义联想，有效地扩展为

乐音、语调、旋律体或和声音表达等价的情感，同时，节

奏音韵等形式，可以组合和划分词汇和词组方式，即通

过节奏和音调、声调和语音转调、押韵等来呈现诗意。
这种理想的状态，就像狄肯森所描述的，“音乐和诗相

互渗透，结合得如此完美，以致每个字都能在一个乐音

中找到互相依存的关系，诗句和乐句像孪生子一样，互

相依靠，不可分割……”［12］11

歌词与音乐之间的复杂关系，除了内部的声音特

质关系外，歌词与音乐曲调的关系不仅是一种互相配

合的关系，也还会存在着互相协作，甚至对抗的可能。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提出，纯音乐无所谓哀

乐，只有和谐和不和谐的区别，也就是说，声无哀乐，

词有哀乐。感情的哀乐会在歌词和表演中表现，而

不是在音乐中。宋代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也提

出词与音乐二者密切配合，音乐的曲调所表现的情

感应与歌词的情感内容相对应，主张“声词相从”，

反对填词中“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调”，“故语

虽切而不能感动人，由声与意不相谐故也。”
歌词与音乐的关系，在实际创作中上非常复杂。

一词多曲，一曲多词的现象并不少见。除了古代词

的同一个曲牌，不同诗词外，当代歌曲中，这种现象

也非常普遍。罗大佑的歌曲《赤子》就是一个典型

的例子，罗大佑在《皇后大道东》《原乡》与《首都》
三张专辑中都用这首相同的曲子，配上普通话粤语

闽南语不同的歌词加以演绎。马世芳在《罗大佑自

选集》的文案中这么说明: “根据罗大佑自己的说

法，一曲多用不仅不是投机取巧，反而是朝向新的音

乐可能性开发的尝试。他的野心是用同一个曲调，

便能毫无滞碍地配上粤语、国语、台语，并且能在不

同的时空背景下各自扣合当地特有的文化与时代内

涵，唱出在地人的心声。”
3． 流行歌曲的多环节生产

流行歌曲的生产和流传过程，有着特殊的机制，

它包含了五个基本环节: 作词、作( 编) 曲、演唱、传

播、传唱。歌曲生产的每一个文本之间不得不相互

制约，并受到各种文化社会因素的制约。
第一，原则上任何词句文本都可以作成歌( 例

如产品广告歌，文革时期的语录歌) ，但并非所有入

乐的都适合传唱。自诗经时代到宋词元曲，大部分

诗词都能入乐。但绝大多数现代诗不再入乐而歌，

比如，很多朦胧诗，从形式上就无法谱曲。当代歌词

几乎变成一种与现代诗不同的特殊文体，在现代中

国此种局面愈演愈烈。
第二，在现代传媒时代，以声音和“视觉形象”

出现的歌手占据中心地位，当代歌成了歌星之歌，歌

词也经常成为歌星之词( 为歌星写的词，或歌星自

己写的词) 。“明星门面”在当代文化中是普遍规

律: 服装为名模量身定做，电影为影星量身定做，足

球战术为球星量身设计。它们都有目标受众，目的

就一个，促进流传，因为名人符号更容易被记住，更

个性化。弗里斯对歌手的声音意义有段详细的解

释:“歌词是一种声音符号。一首歌曲常常是一次

表演，而歌曲的歌词通常以某人的口音被说出，被听

到。歌曲比诗歌更像表演; 歌曲作为言说和言说行

为，不仅在语义上承载着意义，声音结构也是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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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符号与个性标签。歌手使用非语言和语言的策

略表 达 自 己 的 观 点———强 调，叹 息，犹 豫，语 气

变换。”［13］105 － 28

第三，远不是所有演唱并传播的歌曲文本最后

都能够成功流传: 歌众为什么会传唱某些歌曲，而忽

视忘却另一些歌? 这不能完全归之于偶然，或“包

装”，卷入的因素非常多。但有一点，歌曲只有进入

传唱实践，它的社会文化表意才会被落实。
因此，讨论歌曲文本时，我们即使只讨论其中一

环，也必须把其他环节放在视野中。正如约翰·布莱

金提出:“音乐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声音，是被组织成

社会可接受模式的声音，因此，它的效应和价值，它作

为意义的一种表达形式，最终依赖包含在音乐创作和

表演之中的人类体验的种类和特质。”［14］33 －53因此，讨

论歌曲符号文本意义，就不得不考虑接受者的反应。
歌曲流传的五个环节，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缺少对另

外环节的关注，不可能真正理解任何一个环节。例如，

古代“正式”歌曲的传播机构，往往是乐府、大晟府等国

家机构，但歌榭勾栏等私人机构可能作用更大，只是记

载不多。而在当今社会，传播越来越重要，音乐传媒公

司现在常用“签约”方式，把其他几个环节的人网络其

羽翼下，搭配歌曲制造团队。在这个流程中，各个环节

的人员都不可缺少，尽管最后能否“唱红”始终是个未

知数。
4． 歌词的意义定调作用

因此，我们在此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歌曲的多个

环节中，何者是决定一首歌曲文本意义的主导因素?

例如，某一首歌曲是成功的“爱情歌曲”，究竟是因

为歌词每句离不开卿卿我我的爱情? 还是因为有爵

士或摇滚的曲式? 亦或由于演唱时用了特殊的伴奏

乐器音乐? 或者演唱者具有特别的风格? 还是因为

制作的唱片公司是专做娱乐商业歌曲的?

应当说，这五环节中起最大作用的，并且一开始

就起决定歌的意义归属的，是歌词。一首歌可以服

务于几个不同的目的，歌曲可以有教育目的、鼓动目

的、仪式目的、审美目的、娱乐目的等，尽管每种符号

文本意义都有其“符号表意惯性”，即“在符号活动

中的构建、发送、接受倾向于选择个体最擅长的部

分”［15］107，但总有一个目的居主导地位，而主导目的

决定了一首歌的主导意义。
在理想的歌曲流传机制中，每个环节都起作用，

五个因素合一，基本一致，合起来无可争议地决定了

一首歌的性质归属。例如，娱乐情歌，从词到曲到演

唱，到发行到传唱，都走娱乐情歌的路子。但是，万

一这五者有不一致之处，那就出现归属门类的争论。
偶然情况下，词是颂歌，唱却用情歌方式。例如《大

海航行靠舵手》曾经以情歌方式演唱，一度广为流

传，此时，这首歌的类别就会引起争议，阐释时，就会

需要“联合解码”( 一首歌曲如果放在不同的媒介

中，比如电影，它的意义阐释就需要结合其他符号文

本，例如画面、情节等，有可能产生新的意义) 。但

大多数情况下，对和音乐结合的词而言，词不变，意

义门类就基本不变:《大海航行靠舵手》无论是何种

唱法，依然是颂歌。词一变，歌就变了性质。例如，

《社会主义好》可以有不同歌唱形式，不管怎么唱，

依然是颂歌: 一旦把词句改了，就变成讽刺歌曲，不

管用什么唱法，不管用什么载体，歌曲的门类就变

了。可见，歌词对整个歌曲流程起了第一位的定性

作用。歌词与音乐各自的能指意义并不固定，组合

在一起意义配合就更为宽广。
所以当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一批红歌被配以摇

滚节奏和风格加以演唱时，听众的反应并不一样。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反讽。也有人认为，它表现出新

时代红歌的魅力，并推动红歌的流传。歌词与音乐

的多能指所产生的意义及效果，实际上牵涉解释元

语言问题。这种解释的意义冲突，由很多因素决定，

不但取决于受众的自身的理解能力，还取决于作品

自带的风格以及文化语境的压力。
连“音乐自律论”的开创者汉斯立克也认为:

“在一首歌曲中，表现事物的，并不是乐音，而是歌

词。”［9］98这就如汉斯立克所说格鲁克的歌剧《奥菲

欧》中的咏叹调一样，“我失去了尤丽狄西，我的不

幸无与伦比”，如果改成“我得到了尤丽狄西，我的

幸福无与伦比”也可以唱，但文本意义就完全不同。
人们感受到的悲伤，并非音乐单独给予的，而是歌词

演唱中多次伴随着哭泣的音调。“这种痛苦其实是

跟旋律配合的词句所说出来的。”［9］98

这也就是说，歌词文本给歌曲起了基本定调作

用———在歌走向公众之前，一首歌的基本意义特征

就已经确立，但要分析清楚流行歌曲文本生产、传播

之间的张力，还需要考虑各种因素的互相关联。不

仅因为流行歌曲文本构成复杂，而且因为它的文本

性，融入了与符用学相关的生产和消费使用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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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narratology research is facing the third paradigm change． In the field of narrative，it
turned to the challenge of classical and post classical narratology，and Zhao Yiheng’s theory of“The General Narratology”was put for-
ward． In the face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narrative to many fields，the communicative nature of the narrative is highlighted． In fact，the
communicative nature of narrative is a common way of its existence． It is in this context that Communicative Narratology is put forward．
The experience of human socialization is to complete the self and foundation of social construction，with the intention of cooperation and
sharing of experiences，and the reflexive constitute Communication Narratology cognitive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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